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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是汉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又一重要历史时期，随着明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和其他藏区

施政，以藏传佛教及其艺术为代表的藏族文化大规模传入以南京和北京为首的内地；另一方

面，以汉传佛教及其艺术为代表的汉族文化也陆续传入西藏和其他藏区，正是这种相互的交流

和融合，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在内地传入西藏

和其他藏区的汉传佛教艺术中，就人物造型而言，四大天王和十六罗汉是藏传佛教艺术中汉式

风格人物造型的经典代表，一直被藏族艺术家所钟爱。经过多年的田野考察发现，在西藏和内

地现存明代以来的壁画中有不少表现汉式善财童子和汉式童子的形象，并且逐步融合演变成

为藏传佛教艺术母题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造型的出现不仅是明代西藏和其他藏区与内地政

治、经济、文化频繁紧密交流的结晶，也是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认同的又一例证，同时丰富了汉

藏艺术文化交流的内容。为此，笔者在此对这一造型的渊源、特点及其在明代各大藏传佛教寺

院的表现和演变进行概要性的梳理和总结。

一　西藏明代壁画中的汉式善财童子和汉式童子

据笔者调查，西藏明代的汉式善财童子和汉式童子壁画主要分布在拉萨市的哲蚌寺、江孜

县的白居寺、扎囊县的贡嘎寺和拉孜县的平措林寺等明代寺院。从建造年代来看，哲蚌寺最

早，建造于１４１６年；平措林寺最晚，始建于１６１５年；白居寺建于１４１８－１４３６年，贡嘎寺则建于

１４６５年。汉式善财童子和汉式童子的造型几乎与明代相始终。在这些壁画中，汉式善财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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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汉式童子通常是一位体型丰腴、天真烂漫、清秀聪灵的儿童，其中面容丰腴、头梳抓髻、裸露

上身、跣足是其最显著的造型特点。

哲蚌寺汉式童子壁画主要分布在措钦大殿内转经道。根据藏文文献，位于色拉寺顶部的

措钦大殿是该寺修建最早的建筑之一。该殿因在清代扩建，初建时的内转经道及壁画只有部

分得以保存至今，近年已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进行了修复。现存转经道只有初建时的一半，

呈“Ｌ”型，即转经道入口的西段和北段部分。汉式童子造型出现在北段内壁，亦即南壁八塔壁

画。他们位于相邻佛塔上方的云彩中，或持伞盖，或击鼓，或双手张开并握住相邻佛塔上装饰

的帛带。其造型头部较大，面部饱满，颈部较短，裸露上身，四肢壮硕，胸部略 微 肥 大，环 披 天

衣，跣足。部分童子在双颐和唇部抹红（图版壹，１）。与典型的汉式善财童子相比，造型特征不

是十分明显，头上未见明显的抓髻特征。

江孜白居寺壁画中的善财童子则体现出比较明显的汉式善财童子的形象特征。白居寺由

祖拉康大殿和吉祥多门塔等两座主要建筑及其附属建筑组成，由江孜法王饶丹贡桑帕分别修

建于１４１８－１４２７年和１４２７－１４３６年〔１〕。经 初 步 调 查，该 寺 至 少 创 作 有 一 铺 善 财 童 子 的 壁

画。善财童子出现在吉祥多门塔二楼兜率宫殿的弥勒净土壁画中，并题写有藏文题记。弥勒

为菩萨装，裸露上身，环披天衣，下身着长裙，身躯呈优美的三折枝造型，头部左向，矗立于画幅

中央，其右题写有“至尊弥勒（ｒｊｅ　ｂｔｓｕｎ　ｂｙａｍｓ　ｍｇｏｎ）”的题记；左侧绘有两身胁侍菩萨立像，装

束与主尊相同，系为弥勒支撑宝幢和伞盖的“众菩萨（ｂｙａｎｇ　ｓｅｍｓ　ｋｙｉ　ｔｓｈｏｇｓ）”；弥勒右前，善

财童子双手合十，单腿下跪，正在向弥勒菩萨致礼，顶部同时题写有“善财童子（ｎｏｒ　ｂｚａｎｇ）”题

记（图版壹，２）。与此同时，在画幅下方题写有四行墨书藏文题记。藏文题记为：“……ｐｈａｌ　ｐｏ

ｃｈｅｖｉ　ｍｄｏｒ／ｔｈｕｂ　ｄｂａｎｇ　ｓａｎｇｓ　ｒｇｙａｓ　ｎａｓ　ｒｉｎｇ　ｐｏ　ｍａ　ｌｏｎ　ｂａ　ｎａ　ｌｈｏ　ｐｈｙｏｇｓ　ｋｙｉ　ｒｇｙｕｄ　ｐｈｒｅｎｇ　ｐａ

ｓｔｏｂｓ　ｋｙｉ　ｇｒｏｎｇ　ｌｄａｌ［ｒｄａｌ］ｋｈａｎｇ　ｋｈｙｉｍ　ｃａｎ　ｚｈｅｓ　ｂｙａ　ｂａｒ　ｒｊｅ　ｂｔｓｕｎ　ｂｙａｍｓ　ｍｇｏｎ　ｓｋｙｅ　ｂａｒ

ｂｚｈｅｓ　ｂａｒ　ｓｔａｎ　ｔｏ／ｄｅｖｉ　ｔｓｈｏｎｇ　ｄｐｏｎ　ｇｙｉ　ｂｕ　ｎｏ　ｂｚａｎｇｓ［ｎｏｒ　ｂｚａｎｇ］ｂｌａ　ｍａ　ｂａｇ　ｇｉｓ／／／／……

ｐａ　ｌｔａｒ　ｂｙａｍｓ　ｍｇｏｎ　ｇｙｉ　ｄｒｕｎｇ　ｄｕ　ｐｈｙｉｎ　ｐａ　ｎａ　ｇｎａｓ　ｇｎａｄ　ｚｈｉｇ　ｎａｓ　ｐｈｏ　ｂｒａｎｇ　ｄｕ　ｂｙｏｎ　ｐａｒ

ｍｔｈｏｎｇ　ｓｔｅ／ｒｇｙａｎｇ　ｒｉｎ　ｐａ　ｎａｓ　ｐｈｙａｇ　ｂｙａｓ　ｓｈｉｎｇ　ｄｒｕｎｇ　ｄｕ　ｖｄｕｇ　ｎａｓ　ｖｐｈａｇｓ　ｐａ　ｂｄｇａ　ｌａ　ｂｙａｎｇ

ｃｈｕｂ　ｋｙｉ　ｓｐｙｏｄ　ｐａ　ｂｓｔａｎ　ｄｕ　ｇｓｏｌ　ｚｈｅｓ　ｚｈｕｓ　ｐａｓ／ｂｙａｍｓ　ｍｇｏｎ／／／／……ｖｄｉ　ｌａ　ｂｌｔｏｓ　ｓｈｉｇ　ｄａｎｇ

ｃｅｓ　ｓｍｒａｓ　ｎａｓ　ｓｇｏ　ｐｈｙｅ　ｂａ　ｄａｎｇ　ｂｙａｍｓ　ｍｇｏｎ　ｄａｎｇ　ｐｏ　ｂｙａｎｇ　ｃｈｕｂ　ｔｕ　ｔｈｕｇｓ　ｓｋｅｄ　ｐａ　ｎａ　ｍｙａ

ｎｇａｎ　ｌａｓ　ｖｄａｓ　ｐａｖｉ　ｂａｒ　ｇｓａｌ　ｂａｒ　ｍｔｈｏｎｇ　ｎｇｏ／／ｄｅ　ｎａｓ　ｂｙａｍｓ　ｍｇｏｎ　ｇｙｉｓ　ｋｈｙｏｄ　ｋｙｉｓ　ｔｉｎｇ　ｎｅ　ｖｄ－

ｚｉｎ　ｇｙｉ　ｄｇａｖ　ｂａ　ｒｇｙａ　ｃｈｅ　ｂａ　ｎｙａｍｓ　ｓｕ　ｍｙｏｎｇ　ｍｏｄ／ｍａ　ｖｏｎｇｓ　ｐａ　ｎａ　ｂｄａｇ　ｓａｎｇｓ／／／／……ｖｄｚｉｎ

ｖｄｉｓ　ｋｈｙｏｄ　ｌａ　ｓｏｇｓ　ｐａｇｄｕｌ　ｂｙａ　ｄｕ　ｍａｖｉ　ｍｎｇｏｎ　ｓｕｍ　ｄｕ　ｖｇｙｕｒ　ｒｏ　ｚｈｅｓ　ｂｋａｖ　ｓｔｓａｌ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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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ｍ·ｇｈａｌａ［ｍａｍ·ｇａｌａ］／／／／。”大意为：按《华严经》（ｐｈａｌ　ｐｏ　ｃｈｅｖｉ　ｍｄｏ），弥勒化现为菩萨时，商

主家的儿子善财对弥勒菩萨十分虔信，来到弥勒菩萨面前虔诚礼拜，并请求弥勒菩萨教授菩提

行。弥勒菩萨对其说，未来他将化现成佛，以普度善财童子等芸芸众生。藏文题记清楚表明，

此幅场景根据《华严经》描绘的是善财童子参拜弥勒菩萨的故事。在这铺壁画中，善财童子裸

露上身，环披天衣，佩饰耳珰、项圈、手镯等装饰，下身着长裙裤，并用带子捆扎腿部，跣足，头部

的抓髻极其醒目。整个造型除面部和装饰外，与汉式善财童子非常接近，显然受到了汉式善财

童子造型的影响。

与白居寺的善财童子造型相比，位于山南贡嘎县岗堆镇贡嘎寺壁画的善财童子或汉式童

子造型不仅具有显著的汉式善财童子特征，而且表现形式丰富。贡嘎寺由宗巴·贡噶南杰建

于１４６５年，其中的祖拉康大殿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左右经过扩建〔１〕。善财童子或汉式童子

壁画就分布在祖拉康大殿一层集会大殿内转经道和扩建前回廊绘制的《如意藤》本生故事壁画

之中。这一题材在此大致有四种配置形式：其一，在佛传故事和本生故事中替代传统伎乐天和

净居天等神灵的造型（图版贰，１）。其中，伎乐天通常以成对的形式出现在主尊像头顶左右的

云团中，或击鼓，或击钹，或吹笛，或吹螺号，演奏各种不同的乐器。有的壁画中甚至以乐队的

形式出现。其二，与背光中的缠枝纹样配合，出现在转经道萨迦五祖壁画中（图版贰，２）。艺术

家创造性地发挥儿童活泼好动的天性，将汉式善财童子或童子构图在背光中由莲枝蔓延而成

的缠枝纹中，他们或攀附或骑吊、穿行、游戏在枝蔓上，动作灵活、神态纯真，整个画面生机勃

勃，极富情趣。其三，在佛本生故事中出现于婴戏图场景中。这一场面的表现不多，他们三五

成群聚集在一起，正在尽情地嬉戏，动作和神情都无不充满童趣，令人强烈地联想到内地艺术

家笔下婴戏图的场景。其四，以化生的形式出现在佛本生故事中，如《如意藤》故事第六十二品

《声称》壁画中的化生采用的就是这一造型（图版叁，１）。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与白居寺壁画中

的善财童子不同，贡嘎寺壁画中的这些善财童子并没有明确的身份题记，他们应该不是特定的

善财童子，而只是汉式童子。

在位于拉孜县、由觉囊派高僧多罗那他始建于１６１５年的平措林寺壁画中〔２〕，汉式善财童

子和汉式童子并存。他们主要出现在祖拉康大殿各殿壁画中，其形象除无胸前的肚兜外，与汉

式造型基本无异。其中，表现善财童子的壁画至少有两铺。第一铺与汉传佛教艺术一样，善财

童子作为观音菩萨的胁侍出现在三楼色究竟天殿十一面观音壁画中。善财童子与马头明王侍

立在十一面八臂观音菩萨坐像的左侧，裸露上身，下着裙裤，跣足，身体转向十一面观音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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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集会大殿的扩建和回廊壁画及其风格，分别参见熊文彬、哈比布、夏格旺堆：《西藏山南贡嘎 寺 主 殿 集 会 大 殿〈如

意藤〉壁画初探》，《中国藏学》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罗文华：《从 西 藏 贡 嘎 曲 德 寺 壁 画 看 钦 则 画 派 的 特 点》，《故 宫 博 物 院 院

刊》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关于一层集会大殿壁画及其题记的辨 识，参 见 闫 雪：《西 藏 甘 丹 彭 措 林 寺 大 经 堂 壁 画 题 记 识 读 与 研 究》，《中 国 藏 学》

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面容秀丽，身材修长，双手当胸合十，同时在左手的腋下夹持长条经书，向十一面观音致敬（图

版叁，２）。第二铺则出现在一层集会大殿的配殿中，据藏文题记，壁画表现的是善财童子参见

莲花大师受宝（ｓｌｏｂ　ｄｐｏｎ　ｐａｄｍａｓ／ｇｔｅｒ　ｂｔｏｄ　ｐａ）时的情景（图版肆，１）。有趣的是，仅从造型特

征上来看，第一铺壁画中童子的造型与白居寺壁画更接近。而第二铺壁画与其说表现的是童

子造型，毋宁说是少年形象更为确切。

此外，与贡嘎寺壁画一样，平措林寺壁画中大量的伎乐天、净居天和供养天等神灵也有浓

郁的汉式童子特点。在色究竟天殿壁画中，四位位于彩色云端的伎乐天或击鼓，或吹笛，或击

钹，或吹螺号（图版肆，２），其构图与前述贡嘎寺伎乐天基本一致。在集会大殿的佛传故事壁画

中，净居天也以汉式造型特征的童子出现，释迦牟尼佛在鹿野苑说法壁画中的三位净居天采用

的也是这一形象。在释迦牟尼佛说法图顶部华盖上方的天空中，三位净居天驾云而来，其中一

位手持花篮，另两位向身下的释迦牟尼佛散花。另外，该寺部分供养天的形象采用的也是汉式

童子造型，如色究竟天殿壁画就描绘有一位手捧巨大花瓶、瓶中鲜花怒放的汉式童子（图版伍，

１）。

二　内地明代藏传佛教寺院艺术中的汉式善财童子

与西藏明代寺院中的善财童子相比，北京、甘肃、青海和云南等地现存明代藏传佛教寺院

艺术中汉式善财童子的表现更为流行，题材也更加丰富，艺术形式也更加多样，造型更加接近

原型。从地域分布来看，主要保存在以首都北京为主的内地及甘肃、青海和云南等汉藏交接地

带的藏传佛教寺院，如北京的大觉寺、法海寺、甘肃的感恩寺、青海的瞿昙寺和云南的大宝积宫

等。从题材来看，善财童子与水月观音的配置最多，或与文殊菩萨等诸佛菩萨配置，或以主要

人物的形式出现，成为《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主角。这些题材多与《华严经》和《妙法莲花经》

相关；从艺术形式来看，不仅有壁画和雕塑，也有大量的版画作品存世。

从造型和配置来看，善财童子主要有如下几种配置。其一是与水月观音配置；其二是与诸

佛菩萨配置；其三作为装饰元素独立出现。

（一）善财童子与水月观音

善财童子与水月观音配置的作品主要有北京大觉寺、法海寺的壁画和雕塑，国家图书馆珍

藏的宣德六年（１４３１年）修积善住施刊的《妙法莲花经观世音普门品》版画插图、云南省丽江市

白沙的大宝积宫壁画等。

从年代来看，位于北京西山脚下的大觉寺水月观音与善财童子的配置创作最早。据寺内

现存明清石碑，该寺创建于辽代（１０６８年），明宣德三年（１４２８年）重修后敕赐今名，是一座与藏

传佛教关系密切的明代寺院。水月观音、善财童子和韦驮天的雕像位于无量寿佛殿背屏，其中

水月观音头戴宝冠，冠中央饰化佛，结游戏座（或舒相座）端坐于临水岩石上，四周祥云环绕，右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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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为武士装的韦驮天立像，左下方为善财童子立像。善财童子为四分之三侧面像，身体侧向

水月观音，头上梳抓髻，裸露双臂和前胸、跣足，双手合十，虔诚向水月观音致礼（图版伍，３）。

从水月观音的背光形制、面相和装彩来看，这三尊塑像非当时原作，应为清康熙二十九年（１７２０

年）重建时重装，但其配置、构图和祥云等部分纹样仍体现出浓郁的明代风格。

位于北京石景山模式口的法海寺也保存有一铺水月观音和善财童子的壁画。始建于正统

四年（１４３９年）的法海寺也是一座与藏传佛教相关的寺院，由来自西藏的格鲁派高僧、明封大

慈法王释迦也失等众多驻京藏传佛教高僧助缘修建〔１〕。与大觉寺相比，该寺的建 造 年 代 稍

晚，但壁画保存得十分完整。其中，水月观音和善财童子壁画也位于大雄宝殿背屏（图版伍，

２），并且与大觉寺塑像相比，人物的配置、构图及其造型几乎如出一辙。

除北京的大觉寺和法海寺外，位于云南丽江市白沙镇的大宝积宫也保存有一铺水月观音

与善财童子的壁画。大宝积宫由丽江木土司修建，最早由明成祖赐额，现存壁画绘制于藏历阴

水羊年（１６４３年），是一座融汉、藏、纳西族文化艺术为一体的藏传佛教寺院〔２〕。其中水月观

音壁画位于大定阁回廊北侧西段，观音菩萨呈游戏座端坐于临水的岩石上，善财童子隔水弯腰

礼赞，整个构图除左上方的净居天外，为元、明两朝内地汉传佛教寺院中流行的同一构图模式

（图版陆，１），只是该壁画疑在清初经过重绘。

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的《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中的版画插图则是明代用版画形式表

现水月观音和善财童子的代表。按序和跋，这部由汉、藏、梵、蒙四种文字的经咒和插图组成的

经集，由 五 世 噶 玛 巴 大 宝 法 王 得 银 协 巴 的 一 位 名 叫 修 积 善 住 的 弟 子 施 刊 于 宣 德 六 年（１４３１

年），大多版画都按藏式风格创作而成，其中水月观音和善财童子位于《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卷首〔３〕。这幅版画的构图与造型都与前述作品基本一致，区别只在于人物位置发生

了变化，即大觉寺和法海寺右上角的韦驮天在此消失，同时在水月观音右前增加了一位献供的

龙女，正好与善财童子相对。

由此可知，明代与藏传佛教艺术相关的水月观音与善财童子作品至少有两种配置方式，其

一为善财童子与水月观音和韦驮天配置，其一为善财童子与水月观音和龙女配置。

（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主角

与水月观音题材相比，明代藏传佛教寺院中现存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作品不多，迄今发现

完整的只有一套，保存在青海乐都县瞿昙寺。与北京大觉寺和法海寺一样，瞿昙寺按汉传佛教

寺院的建筑样式布局，主殿布局在中轴线上，其余建筑对称地布局在两侧。其中主殿由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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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该寺的历史和碑文，参见黄颢：《在北京的藏族文物》，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关于壁画的题材和年代的详细讨论，参见熊文彬、夏格旺堆、哈比布：《云南丽江大宝积宫明代壁画藏文题记及其相关

问题讨论》，《中国藏学》２０１３年第Ｓ２期。

熊文彬、郑堆：《〈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木刻版画———明代内地汉藏与藏汉艺术交流的重 要 遗 珍》，《诸 佛 菩 萨 妙 相

名号经咒》，中国藏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殿、瞿昙殿、宝光殿和隆国殿等建筑组成。据该寺现存碑铭可知，寺院由三罗喇嘛始建，洪武二

十六年（１３９３年）明太祖赐名后，又在明太宗和明宣宗等皇帝的支持下，在永乐和宣德年间进

行了大规模的扩建，最后建成明代西北地区最大的皇家藏传佛教寺院。其中《善财童子五十三

参》壁画位于１３９３年建成的瞿昙殿，保存较为完整。构图类似册页，每一参场景依次递进，叙

事类似连环 画，且 大 多 题 写 有 相 应 的 汉 文 题 记，如“第 二 参 德 云 比 丘”、“第 六 参 海 幢 比 丘”

等〔１〕。此处的善财童子造型更接近汉式原型：体态丰腴、赤膊跣足、环披天衣、眉清目秀、头梳

抓髻，虽然头带圆形头光，但造型和动作充满童真，活脱脱就是清纯的孩童形象（图版陆，３）。

尤其是其额头、鼻子和下颌部分装饰白粉，这种在唐以来被称之为“三白法”的敷色特征在此清

晰可见〔２〕。

（三）作为装饰元素独立出现

甘肃永登县红城镇的感恩寺保存有善财童子彩塑。感恩寺，又称大佛寺，位于甘肃兰州

东北８０公里永登县的红城镇，据感恩寺现存嘉靖四年（１５２５年）《敕赐感恩寺碑记》，该寺由元

朝皇室后裔鲁土司家族传人鲁麟修建于弘治五年至八年（１４９２－１４９５年）〔３〕。历代鲁土司都

笃信儒释道三教，对佛教尤为推崇，先后修建了六座藏传佛教佛寺和道观，其中显教寺（建于

１４１１年）、妙因寺（建于１４２７年）、感恩寺和雷坛（建于１５５５年）等四座寺观保存至今。感恩寺

的布局为“正堂金垒诸像，左廊护法，右厢菩萨，中前天王，两壁钟鼓，三门僧舍”〔４〕，在中轴线

上分布的天王殿和大雄宝殿（正堂）的立柱上方就分别装饰有善财童子彩塑（图版陆，２）。在彩

塑中，善财童子面容饱满，裸露上身，环披天衣，头梳抓髻，跣足，其造型与汉式善财童子如出一

辙。由于天王殿为四大天王彩塑，大雄宝殿正中为三世佛塑像，四周为藏传佛教诸佛菩萨和上

师塑像，在周围塑像和壁画中均未见常见的水月观音或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题材的其他作品，因

此善财童子在此的配置十分奇特。

三　内地汉式善财童子的造型

比较发现，位于明代西藏、北京和二者之间汉、藏、蒙和纳西族等交接地带的藏传佛教寺院

中的善财童子或汉式童子，其造型无疑受到了汉传佛教艺术中善财童子或汉式儿童造型的影

响。在汉传佛教艺术中，善财童子主要出现在唐以来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和水月观音等题材

中，主要渊源于佛教经典《华严经》中的《入法界品》和《普贤行愿品》等章节。按《华严经·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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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继胜、廖旸：《青海乐都瞿昙寺瞿昙殿壁画内容辨识》，《中国藏学》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廖旸：《瞿昙寺瞿昙殿图像程序溯源》，《故宫博物院院刊》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据笔者２００２和２００６年两次实 地 调 查，碑 文 由 汉 藏 双 语 组 成，汉 文 碑 铭 云：该 寺 之 建“始 于 壬 子 岁（１４９２）春 正 月 也

……不逾三载，幸成其事。今年乙卯（１４９５）岁 春 三 月 吉 日，奏 闻 圣 天 子，请 颁 寺 额”。藏 文 碑 文 大 致 相 同，但 材 料 更

全。

见嘉靖四年（１５２５）《敕赐感恩寺碑记》汉文部分，藏文部分记载相同。其布局为：“其前右为无 量 寿 佛 殿，左 为 护 法 神

殿。其前为天王殿。再前左右分别为茶房、钟楼。此前建厢房。其前为三门，左右建僧舍等众多建筑。”



界品》，善财童子是文殊菩萨指导下遍访名师、四处求学、潜心修行、终成正果的典范。由于他

一共访问了一百一十座城市、五十三位善知识者（大师），因此被称为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又因

其参访是在文殊菩萨的指导下完成的，因此其作品又被冠以《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来表现，

成为汉传佛教绘画中常见题材之一。其中他访问的第二十七位善知识者为观音菩萨，并因其

在普陀洛迦山得到观音菩萨的指点和教化，成为观音菩萨的弟子，所以在汉传佛教艺术的水月

观音题材中经常作为观音菩萨的胁侍造型出现。

水月观音图式虽然相传为唐代著名画家周 所创，一直为后世所钟爱，自唐以来留下不少

传世杰作，但水月观音菩萨与善财童子配置的作品则始于宋朝和西夏时期。日本京都国立博

物馆收藏的南宋理宗时期（１２２４－１２６４年）、宁宗嘉定元年（１２０８年）或三年“临安府众安桥南

街东开经书铺贾官人宅印造”的《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版画中，善财童子第二十八参表现的

是参拜观音菩萨的场景。观音菩萨和善财童子的配置为典型的水月观音样式：观世音菩萨端

坐在岸边一角，身后为奇石和竹子，左侧为净瓶。观音菩萨面对善财童子，善财童子隔水双手

合十，向观音致礼〔１〕。这一配置的西夏时期作品有甘肃安西县榆林窟２号窟水月观音壁画、

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出土、现收藏于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Ｘ－２４３９号绘画作品。在

后面这件作品中善财童子的位置略微不同，他位于观音菩萨右侧净瓶上方的云团中。至元、明

两代，这一配置更加流行和固定。其一为水月观音与善财童子和韦驮天配置；其二为水月观音

与善财童子和龙女配置，如元代刊印的《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版画插图；其三为水月

观音和善财童子配置，如元代刊印的《佛说观世音菩萨救苦经》版画插图；其四为水月观音、善

财童子和施主相配置，如明宣德七年（１４３２年）信女魏氏施刊的《出相佛顶心大陀罗尼经》卷首

插图〔２〕，其中前两种配置更为流行。

善财童子除与水月观音配置外，至少从元代开始，还与各种观音变像配置，如独坐观音、蚌

珠观音、大悲观音（千手千眼观音）、骑狮观音、天男大士、石龛观音、持诸观音和鱼篮观音等等，

不仅如此，还经常与文殊菩萨配置，创造出“新样文殊”样式〔３〕，可见善财童子在汉传佛教艺术

中广为流行。

作为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图版陆，３）或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主角的善财童子与观音和其

他诸佛菩萨、上师的配置始于唐代，其渊源和发展与华严宗关系密切〔４〕。据考证，敦煌莫高窟

第４４窟是善财童子求法题材现存最早的作品。据统计，此类题材在莫高窟还有中唐时期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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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心慧主编：《中国古代佛教版画集》（一），６１页，学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宿白先生道，日 本 东 京 艺 术 大 学 美 术 馆 和 大

谷大学都有藏本（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８８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周心慧主编：《中国古代佛教版画集》（一），１２１、１３４、１４０页，学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廖旸：《妙意童真末后收　五十三门一关钮———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图概览》，《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第３辑，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廖旸对汉传佛教中善财童子的文本和图像渊源和发展进行 了 详 细 的 梳 理，详 参 廖 旸：《妙 意 童 真 末 后 收 五 十 三 门 一

关钮———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图概览》，《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第３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２３７窟、晚唐时期的第９、８５和１５６窟以及五代时期的第５３窟等〔１〕。到宋代，这一题材也非

常流行，现存作品主要有莫高窟第４３１、４４９窟壁画，西夏时期第４６４窟壁画、安西榆林窟２号

窟壁画〔２〕，山西上华严寺大雄宝殿金代壁画（清代重描）〔３〕、四川安岳卧像沟第４号窟、重庆

大足白山多宝塔（北塔）、南宋杭州隆兴元年（１１６３年）建成的六和塔五十三善知识雕塑〔４〕和

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南宋临安府众安桥南街东开经书铺贾官人宅印造的《佛国禅师文

殊指南图赞》版画。

对后世影响之大者，首推北宋哲宗元祐元年（１０８６年）杭州惠因院“转运使许懋、孙昌龄同

绘善财童子参善知识五十四轴”和南宋《佛国禅师文书指南图赞》，前者可以看作是华严宗教活

动催生五十三参图的一个例证，其中由五十四个画面来表现、每幅独立构图的方式，也为后世

大多数作品所仿效〔５〕，后者则为明代翻刻的范本〔６〕，从而使这一题材的构图和善财童子的造

型逐渐成为定式。元代则有山西洪桐县广胜寺、山东胶州讲经寺和桓台大洪福寺善财童子五

十三参壁画〔７〕。

至明代，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题材的创作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北京法兴寺、太原崇善寺（壁画

长廊毁于１８６４年火灾，但 该 寺 有 善 财 童 子 五 十 三 参 图 册 或 童 子 南 询 册 存 世）〔８〕、平 遥 双 林

寺〔９〕、甘肃民乐胜泉寺〔１０〕、河北蔚县观音阁、四川新都县龙藏寺、邛崃县盘陀寺〔１１〕和大量佛

经插图等传世。

在汉传佛教艺术中，善财童子的造型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演变定型的过程。在早期艺术中，

善财童子为青年或儿 童 两 种 形 象，但“至 迟 在 盛 中 唐 时 期 已 把 此‘童 子’理 解 为 小 儿，根 深 蒂

固”〔１２〕。儿童的形象此后成为善财童子的主要造型，并且至少从宋辽夏金开始，逐渐定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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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博：《莫高窟第８５窟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初探》，《敦煌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关于４６４窟壁画的时代，学术界存在两种说法：其一为西夏说，参见谢继胜：《莫高窟 第４６５窟 壁 画 绘 于 西 夏 考》，《中

国藏学》２００３年第２期；其一为元代说，参见梁蔚英：《莫高窟第４６４窟善财五十三参变》，《敦煌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３期。

柴泽俊：《山西寺观壁画》，１５１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西湖游览志》卷二四引曹勋《塔记》云六和塔：“环壁刻金刚经及塑五十三善知识，备尽庄严”。

廖旸：《妙意童真末后收 五十三门一关钮———善财童子五 十 三 参 图 概 览》，《宗 教 信 仰 与 民 族 文 化》第３辑，社 会 科 学

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周心慧主编：《中国古代佛教版画集》（二），１８９－１９４页，学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柴泽俊：《山西寺观壁画》，７４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７年；胡 ：《新绘五十三参之铭》，《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十七，山西人

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释福真：《元大德十年（１３０６年）重修大洪 福 寺 碑 记》，民 国 二 十 二 年（１９３３年）《重 修 新 城 县 志》卷

二十二《金石志一》；廖旸：《妙意童真 末 后 收 五 十 三 门 一 关 钮———善 财 童 子 五 十 三 参 图 概 览》，《宗 教 信 仰 与 民 族 文

化》第３辑，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张纪仲：《太原崇善寺文物图录》，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金维诺：《双林寺的雕塑艺术》，《法音》２００７年第１２期。

弘治八年（１４９５年）《胜泉寺碑》，见《陇右金石录·明四》，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年）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校印。

李静杰、谷东方、范丽娜：《明代佛寺壁 画 善 财 童 子 五 十 三 参 图 像 考 察———以 成 都 与 张 家 口 的 实 例 为 中 心》，《故 宫 学

刊》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廖旸：《妙意童真末后收 五十三门一关钮———善财童子五 十 三 参 图 概 览》，《宗 教 信 仰 与 民 族 文 化》第３辑，社 会 科 学

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据大通善本禅师在宋仁宗嘉祐八年和活动于淳熙年间的临济宗禅僧别峰云记述，当时所绘善

财童子五十三参中的善财童子已经具备了头梳抓髻（“ 角”）、合掌施礼的儿童等特征。前者

云“夜梦见童子，如世所画善财，合掌导向南”；后者说善财童子“ 角分明者小儿，肚皮好待你

闻知。赚他五十三知识，败阙都卢纳向伊”〔１〕。他们的记载与同一时期两组传世版画插图大

体一致：一为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南宋《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版画〔２〕，一为内蒙古

黑水城出土、西夏桓宗时期由皇后罗氏施刊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

品》卷首版画。其中，前者题写有明确的赞文，后者在善财童子身后题写有名字。〔３〕在这两组

版画中，善财童子的形象基本一致为典型的儿童造型，体型饱满，面部丰颐，头梳抓髻，双肩环

披天衣，跣足，双手当胸合掌，略弯腰，或下跪，呈敬礼状。

从此之后，善财童子这一造型在与其相关的题材中广为流行，成为明代以首都为 首 的 内

地、汉藏交接地带和西藏的藏传佛教寺院艺术常见的题材。

四　汉式善财童子在藏区的传播与演变

正如前述，在内地与西藏交界地带的甘肃、青海和云南等地现存明代藏传佛教寺院艺术遗

迹中，汉式善财童子主要出现在水月观音、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作品中。

与内地宋、西夏以来的佛教艺术中同一题材的善财童子造型相比，明代善财童子的配置与造型

显然受到了内地佛教艺术的显著影响。

从宋、西夏以来，汉式善财童子就出现在前述《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大方广佛华严经

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和安西榆林窟２号窟水月观音壁画等作品中。众所周知，西夏

佛教艺术是在自身传统艺术基础上融合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艺术而成。西藏不少宁玛派、噶

举派和萨迦派的上师在西夏境内传法布道，他们对西夏境内的佛教及其艺术十分了解。入元

后，出于政治的需要，元朝尊崇以萨迦派为首的藏传佛教各派，并且在大都修建了大圣寿万安

寺等众多皇家藏传佛教寺院，仅在元文宗时期就多达十二座，并且融汉藏艺术与一体，肇开宫

廷藏传佛教艺术西天梵相或西番佛像艺术流派。江浙地区虽然与西藏相隔数千里，但元朝在

攻灭南宋首都临安后，不仅在此设置江南释教总统所，而且创作了杭州飞来峰藏传佛教雕塑、

碛砂藏汉文大藏经和河西字大藏经版画插图，在文化交流过程中，藏地艺术家对北宋以来江南

兴起的水月观音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题材和风格也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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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参见慧洪撰：《禅林僧宝传》卷第二十九《大通本禅师》，《续藏》卷７９之５４９页；道融撰：《丛林盛事》卷下，《续

藏》卷８６之６９９页；廖旸：《妙意童真末后收 五十三门一关钮———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图概览》，《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

第３辑，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周心慧主编：《中国古代佛教版画集》（一），５８－６３页，学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周心慧主编：《中国古代佛教版画集》（一），８２－８４页，学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明朝对藏区的治理施行“多封众建”的政策，建立朝贡和赏赐制度，礼遇藏传佛教高僧，封

敕三大法王和五王为宗教和世俗首领，在南京和北京广建大能仁寺、大隆善护国寺和大慈恩寺

等皇家藏传佛教寺院，并在汉族文化艺术的基础上融合藏式风格，创作了“永宣造像”等无以数

计的藏传佛教艺术作品，用于皇家寺院的供奉和赏赐朝贡的僧俗首领。一时之间，来往于藏区

与北京的朝贡和赏赐使团川流不息，不绝于途，汉藏之间及其与其他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

化、艺术的相互交流盛况空前。朝廷封敕的大批法王、西天佛子、灌顶大国师和国师等藏传佛

教僧人“居京自效”，对藏、汉佛教及其艺术都十分了解，汉传佛教艺术中传统的水月观音、善财

童子五十三参、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题材和风格的作品自然也就传入北京等地的皇家或与此

相关的藏传佛教寺院中。明代现存汉式善财童子造型的青海瞿昙寺、北京大觉寺、法海寺、甘

肃感恩寺和云南大宝积宫都属于这类寺院，其中瞿昙寺为明朝敕建的皇家藏传佛教寺院，其余

则为朝廷赐额并与皇家相关的藏传佛教寺院。

从这些寺院现存的壁画和雕塑作品以及其他传世的版画作品来看，其题材和风格都与汉

传佛教艺术基本一致。一方面，汉式善财童子的造型除细小变化外，均与汉传佛教艺术中的同

一造型如出一辙；另一方面，与汉传佛教艺术一样，它们表现的都是水月观音、善财童子五十三

参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题材，二者表现的题材相同。

汉式善财童子的造型在传入北京、甘肃、青海和云南等藏传佛教寺院的同时，也传入了白

居寺、贡嘎寺和平措林寺等西藏的藏传佛教寺院。从现存作品来看，西藏寺院壁画中的善财童

子不是对汉传佛教原型的全盘吸收，在题材和风格上都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首先，西藏寺院壁画中的善财童子并非出自汉传佛教艺术中常见的水月观音、善财童子五

十三参或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题材，江孜白居寺壁画中的善财童子虽然也按《华严经》绘制，但其

构图已完全不同，只是在其中吸收了汉式善财童子的造型。

其次，汉式善财童子的造型本身也出现了部分变化：其一，不见传统汉式善财童子造型中

三白法的表现；其二，拉孜县平措林寺色究竟天殿中善财童子的身体明显加长，并非童子形象，

更像青年造型，饰物也与传统的汉式造型有别。

另外，白居寺善财童子用带子捆扎腿部裙裤的装束也与汉式原型有别。除 此 之 外，哲 蚌

寺、贡嘎寺和平措林寺壁画中的净居天、伎乐天、供养天和部分装饰人物大量采用与汉式善财

童子相同的儿童造型。这种表现方式在前述明代北京、甘肃、青海和云南的藏传佛教寺院中尚

未发现，应为西藏独创。除哲蚌寺童子造型外，贡嘎寺和平措林寺壁画中的这些童子造型与汉

式原型几乎如出一辙。

总之，西藏明代寺院壁画除善财童子外，部分净居天、伎乐天、供养天和装饰人物的表现也

采用了汉式童子的造型，与同一时期北京、甘肃、青海和云南的藏传佛教寺院艺术相比，题材和

形式更加丰富，体现出明代西藏本土佛教艺术的审美取向。

实际上，这一取向通过十一至十二世纪西藏西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壁画中善财童子的表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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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展现的更为清楚。从现存遗迹来看，西藏与善财童子相关的《华严经·入法界品》虽然在吐

蕃时期就译入藏文〔１〕，并可能在艺术中有所表现〔２〕，但早期藏传佛教艺术对善财童子的表现

似乎并不十分流行，而且其造型与明代西藏寺院中所表现的造型截然不同。在古代西藏西部

保存有两个实例，其中建于９９６年并在１０４２年经过维修的塔布寺，是迄今所知最早表现善财

童子五十三参的例子〔３〕。该寺集会大殿三层回廊共四百六十个场面来表现善财童子五十三

参的过程〔４〕。在壁画中，善财童子是一位年轻健美的男子形象。与此同时，在十二世纪曼珠

寺弥勒菩萨大型塑像的裙裤上也保留有部分疑似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彩绘场景。每一参的场

景采用的是连续性的菱形构图，善财童子体型娇小，两眼突出，头梳马尾辫，虽然也是儿童造

型，但与白居寺和平措林寺善财童子的造型大相径庭，而与塔波寺壁画中的青年善财童子一

样，完全是典型的克什米尔人物造型〔５〕。

由此不难看出，明代西藏哲蚌寺、白居寺、贡嘎寺和平措林寺的施主和画家们十分喜爱汉

式善财童子和汉式童子造型，并且按照自己的审美对其进行了丰富和发展，融会贯通为西藏藏

传佛教艺术有机的组成部分。汉式善财童子和汉式童子在西藏的大量出现，正是明代西藏地

方和以首都南京和北京为首的内地之间大规模频繁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交流的又一例证，同

时也是明代西藏认同以汉式善财童子和汉式童子为代表的内地文化的又一例证。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藏阿里后弘期初的 佛 教 遗 存 与 多 民 族 交 融 研 究（项 目 批 准

号：１９ＺＤＡ１７７）”阶段性成果之一。云丹法师对文中藏文题记的转写、释读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谨致谢

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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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名字为ｓａｎｇｓ　ｒｇｙａｓ　ｐｈａｌ　ｐｏ　ｃｈｅ　ｚｈｅｓ　ｂｙａ　ｂａ　ｓｈｉｎ　ｔｕ　ｒｇｙａｓ　ｐａ　ｃｈｅｎ　ｐｏｖｉ　ｍｄｏ，由印度大师胜友（Ｊｉｎａｍｉｔｒａ）、天王菩

提（Ｓｕｒｅｎｄｒａｂｏｄｈｉ）和藏族译师智军（ｙｅ　ｓｈｅｓ　ｓｄｅ）于九世纪上半叶从梵文译成藏文，收入德格版大藏经《甘珠尔》第三

华严部，通秩三五至三八。

艾米·海勒认为，大昭寺门楣浮雕之一表现的就是善财童子的形象（Ｈｅｌｌｅｒ，Ａｍｙ，Ｔｈｅ　Ｌｈａｓａ　ｇｔｓｕｇ　ｌａｇ　ｋｈａｎｇ：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Ｗｏｏｄ　Ｃａｒｖｉｎｇｓ，Ｔｉｂ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４，（２９）：３－２４，Ｆｉｎｇｕｒｅ６．），但廖旸认为，由于木雕缺

乏“确定意义的图像细节”和文本的支持，加上大昭寺建于６３９年左右这一较早的建寺年代等原因，因此对“这些木雕

的判断仍以暂持审慎态度为宜”（廖旸：《瞿昙寺瞿昙殿图像程序溯源》，《故宫博物院院刊》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奥地利科学院恩斯特·施泰因凯勒尔教授对该寺的善财童子题材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他不仅辨认出四十二

块题记框（部分空白），并且认为壁画题记出自一种地方性的《甘珠尔》，其渊源于九世纪早期的译本，而且可能是公元

８１４或８１５年前后译语厘 定 之 前 的 底 本，并 且 认 为 壁 画 中 的 部 分 细 节 无 法 用 题 记 和 相 关 佛 经 来 解 释。详 细 参 见

Ｓｔｅｉｎｋｅｌｌｎｅｒ，Ｅｒｎｓｔ，Ｓｕｄｈａｎａ’ｓ　Ｍｉｒａｃｕｌｏｕｓ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ｌｅ　ｏｆ　Ｔａ　Ｐｈｏ：Ｔｈｅ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Ｇａｎｄａｖｙｕｈａｓｕｔｒａ，Ｅｄｉ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Ｒｅｍａｒｋｓ，Ｉｎ　Ｓｅｒｉｅ　Ｏｒｉｅｔａｔａｌｅ　Ｒｏｍａ　７６．Ｉｓ．Ｍ．Ｅ．Ｏ．，１９９５；Ａ　Ｓｈｏ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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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哲蚌寺措钦大殿内转经道童子壁画

2. 白居寺吉祥多门塔
　兜率宫殿善财童子
　参见弥勒佛壁画

图版壹

明代藏传佛教艺术中的善财童子



图版贰

明代藏传佛教艺术中的善财童子

2. 贡嘎寺集会大殿回廊萨迦五祖壁画

1. 贡嘎寺甘珠尔殿净居天壁画



图版叁

明代藏传佛教艺术中的善财童子

2. 平措林寺无量寿佛殿壁画

1. 贡嘎寺集会大殿化生壁画



图版肆

明代藏传佛教艺术中的善财童子

2. 平措林寺无量寿佛殿伎乐天壁画

1. 平措林寺善财童子参见莲花大师壁画



图版伍

明代藏传佛教艺术中的善财童子

3. 大觉寺水月观音雕塑

1. 平措林寺无量寿佛殿供养童子壁画 2. 法海寺善财童子壁画



图版陆

明代藏传佛教艺术中的善财童子

3. 瞿昙寺瞿昙殿善财童子参见普贤菩萨壁画

1. 大宝积宫大定阁水月观音壁画 2. 感恩寺大雄宝殿善财童子彩塑


